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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激励的行为科学视角：“助推”

“自我助推”以及“助推+”工具的

理论与实践

□郭晟豪　王皓铎

[兰州大学　兰州　730000]

[摘　要]    干部激励是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面对当前干部行为管理方法存在的问

题，采用行为科学视角，以行为干预的现实问题和研究前沿为切入关注和探讨干部激励问题尤为重

要。论述行为干预工具的理论基础，并且着重介绍“助推”“自我助推”“助推+”等三种当前广泛受到关

注的实践工具。通过厘清行为干预工具的主要特点与相对特色，本文提出干部激励的行为干预工具的

选择逻辑、实践流程以及使用要点，为我国干部管理实践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工具，使政府部门管理

者走出部分传统激励方式的偏离、低效，真正成为能有效干预干部行为的“行为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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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体来看，现在广大党

员、干部的能力素质和精神状态是好的，但也要清

醒看到，干部队伍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

当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干部激励问题是干部管

理、教育培训的重要问题，但是一些地方和单位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采用方式

方法有些简单生硬，对干部引导不够及时到位。中

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以及《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

提出深入推进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改革创新，增强教

育培训的时代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通过

政策的规范，可以实现对个体行为的引导，甚至发

挥决定性作用[1]。当前公共管理研究偏向关注政府

制度和组织机构，对微观个体关注相对较少的情况

持续存在[2~4]。干部的行为对政府部门工作的落实

和政府绩效有重要影响，应该探究干部激励的内在

逻辑以及行为塑造的问题。

基于行为科学视角的工具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应

用于公共领域[5]，特别是“助推”（Nudge）作为简单

且成本较低的工具尤其受到公共部门重视和应用[6~7]。

“助推”借助非强制性干预方式，通过改变个体的

选择架构（例如顺序、默认设置、框架）引导其行

为朝向预期方向改变。而在“助推”设计基础上进

一步发展出的使个体自己通过操纵选择架构的“自

我助推”（Self-nudge）工具，以及将个体反思策

略嵌入助推设计的“助推+”（Nudge Plus）工具

也进入了实践视野，为干部激励的改革创新提供了

更加巧妙、有针对性的方案。但是，不同的行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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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工具各具特色，应用条件各有不同，尤其是工具

之间已经被证实存在不可逆的替代效应[8]，因此更

不应该盲目使用。本文基于对已有行为科学视角下

工具的理论基础和特征分析，探寻干部激励的行为

公共管理答案，呈现行为干预工具的选择逻辑和应

用策略。 

一、行为科学视角的干部激励

面对教育引导干部“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

动力，形成干的合力”的现实要求，如何通过行为

科学视角实现行为干预的研究尤为重要。行为科学

视角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西蒙Simon
提出“如果想探索纯粹的管理科学，至少需要一个

扎实的社会心理基础”[9]202。行为公共管理旨在通

过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微观视角来分析公共管理[3~4,10~11]，

其要旨在于借鉴行为科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分

析公共管理问题中个体行为的心理机制。Waldo指
出，行为科学、心理学的优势必须深入到公共管理

的专业层面和领域，解决公共管理的现实问题[12]。

聚焦于公共管理中的行为激励与管理，已有大量的

公共管理研究使用了行为科学视角，并取得了相当

的研究突破[13~15]。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早期公共管理研究者已经

不断提出将行为科学、心理学的工具使用到解决公

共管理的问题中，但是由于缺少具体的工具未能得

到真正的落实。直至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研究方法的

兴起，行为科学才以更普遍的方式渗透到公共管理

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尤其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Thaler引入的助推工具为标志，并逐渐在解决公共

政策设计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行为公共政策[16~18]。

但是，“助推”等行为干预工具当前主要使用于对

公众行为的引导和塑造，并在养老、环保、就业等

领域发挥了突出作用[19~20]。对于公共管理中的另一

主体，干部的研究相对缺乏，需要也应该对公共管

理中行为科学视角的干预工具进行梳理和比较，并

更科学地应用于干部的行为激励中。 

二、行为干预的理论基础与工具
 

（一）人类认知结构的“双系统”

行为干预的理论基础是人类认知结构的“双系

统”理论（Dual-system/Process Theory）。该理论

认为，认知任务存在两种不同的处理模型，包括快

速、自动和无意识的系统1，以及缓慢、受控和有

意识的系统2[21]。系统1自主运行而不需要耗费过多

心理资源，快速判断问题的直观答案，但缺点是准

确性稍弱；系统2提出的答案经过深思熟虑并具有

更高准确性，但会消耗相对较多心理资源。传统观

点认为系统2对系统1起纠正作用，即系统2会检测

系统1给出答案的质量并认可、纠正或取代[22]；但

也有观点指出双系统彼此不断争夺完成认知任务时

的主导地位[23]，系统1的过程必须具有自主性，而

系统2的过程必须满足认知解耦的条件，对于不同

性质的任务，两者可能按顺序或并行操作[24]。基于

人类认知结构的双系统特征，目前针对人类完成认

知任务不同的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干预工具。实证分

析表明，基于系统1的工具在行为干预方面效率更

高[25]；基于系统2在行为干预方面效果更持久[26~29]。

此外，也有研究发现系统1和系统2也可以同时发挥

作用，即混合框架的双系统模型[30]，这一模型得到

了Kahneman、Thaler和Sunstein的支持[31~32]，行为干

预工具提供了更多设计的可能。 

（二）干预工具的分类 

1. “助推”

“助推”指不依赖明显的经济刺激或行政手

段，以非强制性的干预方式，通过改变选择架构

（例如顺序、默认设置、框架），引导人们的行为

朝向预期目标的方向改变[33]。“助推”是基于人类

认知结构的系统1的一种简单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方

法[34]。以Thaler和Sunstein提到的学生健康餐食为

例，不需要改变可以选择的食物种类而只是将健康

食物排在前列，而不健康的甜点和薯条排在靠后的

视野范围之外就可以使学生产生选择健康食物的行

为[32]。“助推”已在公路安全、环境保护、教育和

健康等各个领域得到应用[35]。但是“助推”主要利

用人类系统1的认知缺陷，在传统的助推中被助推

的个体不需要甚至不可以意识到助推的存在，一旦

刺激呈现消失，行为改变也很可能消失，并不持

久；虽然可以通过反复影响或长期持续的“助推”

影响习惯，但是在实践中的持续干预往往难以施行

且有大量的伦理风险[36~38]。 

2. “自我助推”

传统助推中个体处于被操纵状态，但倘若通过

积极与目标受众分享关于助推和其工作原理的知

识，个体在得到正确的信息和指导的条件下也可以

利用“助推”进行自我调节，即“自我助推”[39]。

“自我助推”规避了外部干预及操纵伦理风险的干

扰，是减少自控失灵和增强个人自主权的行为干预

工具。具体而言，“自我助推”通过教育来理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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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行为的性质和原因，并采取简单的助推来促进目

标行为的达成。个体必须了解所讨论的行为问题的

可能原因和决定因素，以及“自我助推”如何及为

何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例如，意识到酗酒的危

害，通过家中少放置酒来避免诱惑[40]，或者希望实

现储蓄，就将部分薪水转入专门用于特定目的的独

立银行账户[41~42]。通过“自我助推”的使用，可以

使个体成为自己行为的设计师，“助推”他们向理

想的方向设计他们的选择架构。越来越多以行为科

学为基础的助推干预措施也可以被调整为“自我助

推”，并避免一些“助推”所面临的伦理和实践

问题。 

3. “助推+”
“助推”和“自我助推”作用于快速、自动的

系统1，使缓慢、受控的系统2保持不被激活，而

“助推+”则要求在“助推”的基础上融入反思，

同时发挥系统2的作用。“助推+”更像一种混合工

具[43]，结合传统的“助推”和纯粹的思考。Gronchi
和Giovanelli提出，一种浅层的分析监控过程始终

处于活跃状态，以检测两个系统之间的潜在冲突，

并且一旦发现快速思考和缓慢思考之间的实际冲

突，就会激活一个可选的更深层次的处理阶段[44]。

“助推+”的“+”指代“反思”，即“助推+”是

指将反思策略嵌入“助推”设计中的干预措施[26]。

“助推+”作为对传统助推的修改，将反思作为促

使个体深思熟虑并引起持久行为变化的手段。研究

发现，如果在“助推”中融入自我意识和内部思考

的元素，能提升其有效性与合法性，从而产生长

期、持久和可持续的行为变化[45]；“助推+”可以

显著提升“助推”的效果。 

三、“助推”“自我助推”以及“助

推+”的对比
 

（一）主要特点

“助推”的特点在于改变选择架构的低成本，

以及行为干预的简单、快速。“助推”利用了系统

1的有限理性，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来帮助个体做出

干预者期待的行为。“助推”通常被认为“在黑暗

中运作更好”，操纵个体、削弱其自主权并绕过其

明确同意的方式削弱了实践应用中的伦理性[46~47]。

尽管警觉的个体可以识别潜在的选择架构变化并选

择退出，使助推“原则上是符号透明的”[48~49]。然

而，在实施助推时还是存在缺乏自主权的问题。因

此，“助推”只能在善意的行为干预者的指导下改

变相对简单的行为[50]。如果希望实现可持续的行为

变化以及更广泛的行为领域，需要更深远和持久的

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建立在个人的同意基础

上。“自我助推”的特点在于特别适用于增强个体

的自主性和自我控制能力。“自我助推”可以使个

体自己通过操纵选择架构来避免传统助推的不足。

个体需要了解为什么特定的选择架构变化能够实现

目标，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变化[39]。与“自我助推”

类似的还有助力（boost），旨在培养个体做出更

好决策的能力，通过干预行为认知或者决策环境等

方式，使人们能够做出相应的行为[51~52]。“自我助

推”是助力工具包中的一项有价值的补充[39]。人类

认知中的一些偏见可能非常强大，以至于通过助力

手段来改变它们十分困难，或者需要太多时间或精

力，而“自我助推”的优势在于即使在动机和认知

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架构的变化而

发挥作用。“助推+”的特点是致力于赋予个体更

好地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决策的能力。相较“助推”

“自我助推”更加强调恢复自主权以及长效性，从

而为“助推”和“自我助推”提供优势。对于具有

强烈固有执念的人，忽视自主性的“助推”可能产

生逆反效果，对干预的目标行为产生反作用力[53~54]，

而即便是自我决定的“自我助推”，如果缺乏对于

行为本身意义的判断，也可能存在因为道德许可出

现在一处符合规范，而在另一处变本加厉的情况[55]。

“助推+”的反思强调个体自身对于行为的深刻理

解，个体在反思中可以解决传统助推效果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减弱的问题[56]。 

（二）相对特色

基于上述特点，各种干预工具在干预对象、干

预时间、干预成本以及行为时效等方面各具特色，

具体如表1所示。首先，干预对象方面，“助推”

直接作用于个体特定时刻的具体行为，对行为的影

响最为直接；“自我助推”作用于个体的习惯，通

过个体自身对习惯的审视、重塑，进而长远地影响

遭遇类似情况时的具体应对方式；“助推+”则通

过个体的“反思”从深层出发影响个体对行为的态

度，进而塑造其持续行为模式，影响最为长远。值

得注意的是，干预对象与其效果范围之间并无明显

关联，例如助推尽管作用于个体的简单行为，但若

运用得当一样有助于解决效果范围较大的问题，

“助推”工具目前在器官捐献、疫苗接种等领域均

已得到有效应用[57~58]。其次，干预时间方面，“助

推”仅在特定时刻干预个体行为，不涉及后续的跟

进过程，实施和见效均最为迅速；“自我助推”在

· 48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 3 期



实施时要让个体掌握有关自身行为的正确信息与干

预工具的知识，还涉及与个体的互动过程以及自我

实施过程，干预时间适中；要实施促使个体进行深

思熟虑行为意义的“助推+”则需要花费最长时

间。再次，干预成本方面，“助推”仅是对个体的

特定行为进行干预，由于其单次、短时的特征成本

最低；“自我助推”要求行为干预者向个体传达干

预工具的信息，相较“助推”而言成本稍高；而

“助推+”侧重对个体行为的反思以及配合反思的

干预，成本在三种工具中最高。最后，行为时效方

面，使用“助推”时，当干预工具所带来的外部刺

激消失，行为也会随之消失，时效性相对弱；“自

我助推”让个体在一定时间内自己使用干预工具对

自己产生刺激，可以形成相对持续的行为变化，具

有更强的行为时效性，但也可能出现因为对行为意

义理解的不到位，在其他场所因为道德许可做出反

向的目标行为；“助推+”促使个体对行为的意义

深刻反思，能引起相对持久的行为变化，行为时效

性也相对最强。 

四、行为干预工具在干部激励中的操作

化与设计
 

（一）干部激励与行为干预工具优势

前文已述及，“助推”“自我助推”以及“助

推+”三种行为干预工具在干预对象、时间、成本

及行为时效等方面各具特色，适用于不同情况下干

部的行为激励。在当代中国公共部门中，干部激励

主要是由管理者作为行为干预者，向干部布置各项

任务并在该过程中完成行为激励。诸如晋升、调岗

和表彰等传统激励手段由于涉及制度性安排，难以

被管理者决定、与工作任务结合，存在“画饼”担

忧而容易陷入低效。管理者可以便捷实施的激励又

多以“说教式”、压力传导式激励为主，效果有限

且易于挫伤干部自主性。相较前两者，各种非制度

性行为干预工具是管理者更加现实的激励手段。

表2列举了不同行为干预工具的适用情况。首

先，任务结构方面，“助推”“自我助推”适用于

任务结构相对简单，可以快速把握的情况，例如，

在我国政府部门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要求下，

管理者使用“助推”策略，自行或要求干部将办公

场所打印机统一设置为默认“双面打印”可有效节

约单位资源，类似尝试已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实

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59]；“助推+”更擅长应对任

务结构较为复杂，涉及理解和创造性执行的情况。

例如，一线干部直面公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但在完

成工作任务时面临多方压力，并不总会以公众诉求

为最优先。管理者可在有限范围内建立类似新加坡

在REACH（Reaching Everyone for Active Citizenry
@ Home）计划中推行的REACH WhatsApp平台[60]，

使公众有渠道将问题直接、多次反映给从事相关工

作的干部。干部在工作中持续接收到公众的诉求信

息，产生对公众诉求与自身工作关系的深入思考，

更有利于将公众诉求与工作结合，创造性执行相关
 

表 1    “助推”“自我助推”以及“助推+”的相对特色
 

类型 “助推” “自我助推” “助推+”

干预对象 简单的行为 行为习惯 态度以及持续行为模式

干预时间 快速 较长 长

干预成本 低 稍高 高

行为时效 可以实现短期的行为变化 可以相对持续形成行为变化 可以实现长期持续的行为变化

 

表 2    行为干预工具的干部激励适用情况
 

维度 “助推” “自我助推” “助推+”

任务结构
简单 √ √
复杂 √

流程标准化
高 √ √
低 √

任务时限
紧迫 √ √
长效 √

工作自主性
高 √ √
低 √

工作周期
短期 √
长期 √ √

工作资源
丰富 √ √
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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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其次，流程标准化方面，当工作流程中的任务

步骤相对确定时，适宜采用“助推”和“自我助

推”的方式，例如，在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持续推行的当下，许多基层政府都制作了相应的公

开标准体系结构图、公开标准流程图等[61~62]，并张

贴于工作场所内部的显要位置。干部受到这些结构

图、流程图助推或根据自身分管工作制作更为具体

的图形成自我助推，有利于将政务公开的观念潜移

默化地嵌入至自己工作的始终；而任务相对灵活、

没有固定流程或流程随具体任务的不同而不断变化

时，则适宜采用能引发干部深层次理解行为价值意

义的“助推+”，通过举办讲座、讨论等方式影响

干部对某一行为的深层态度，从而形成有助于该行

为产生和持续的行为模式。

再次，任务时限方面，“助推”由于其强时效

性更适用于紧迫任务；“自我助推”实施时间稍

长，适宜应对具有时间限度但持续稍长的任务；倘

若需要引发干部观念长远变化，则适宜采用“助

推+”。例如，同样是激励干部的担当作为行为，

如果是某一紧急任务的迫切需要，管理者可以直接

以身作则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从而对干部产生潜

在而直接的影响。如果需要干部在时限相对长的工

作中担当作为，可以在单位内部定期组织关于担当

作为的分享交流会，请每一位干部分享自己心目中

担当作为的“榜样”，以此培养干部的担当作为习

惯[63]。若要使培育干部担当作为的长久观念，则可在

工作场所醒目处张贴担当作为优秀事迹、“五个敢

于”的解读等帮助干部理解担当作为重要意义的内

容，干部在对这些内容的不断反思中，逐渐形成观

念，从而真正做到对担当作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此外，不同行为干预工具还在工作自主性、工

作周期、工作资源等方面各具优势。例如工作自主

性方面，赋予干部有限自主性的“助推”适用于执

行性任务；而自我“助推”“助推+”本身就赋予

干部相对高自主性，适用于更加灵活、自由的任

务。工作周期方面，单次、短时的“助推”适用于

短工作周期的任务，而需要基于干部相关信息与知

识，乃至引发干部深刻反思的“自我助推”“助

推+”则适用于长工作周期任务。当工作资源并不

宽裕时，适用消耗资源较少的“助推”相对妥当；

而当工作资源相对充足时，则可以进一步考虑采用

消耗资源相对多的“自我助推”“助推+”等干预

工具。管理者依据不同行为干预工具的这些特点，

可以统筹考虑、综合看待，结合具体情况选择最合

适的干预工具。 

（二）设计行为干预方案的实践流程

使用行为干预工具进行干部激励之前，管理者

应首先明确行为干预方案的实践流程，否则容易使

工具与实践脱节从而难以达到理想的激励效果。目

标清晰、步骤明确的行为干预方案设计能避免对传

统激励方式的路径依赖，充分发挥行为工具优势，

保证激励有效性。设计行为干预方案的实践流程可

尝试遵循以下流程。

第一步，建立干预目标，即管理者明确使用干

预工具是为了实现哪些目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

现这些目标。管理者应当深入把握自身所在政府部

门所承载的价值，并从多元价值中筛选出最核心、

关键的基本价值作为工作重点，以此为基础确立干

部的具体绩效目标，进而有针对性地思考应该激励

干部的哪些行为来实现价值。政府部门在日常工作

中为实现绩效产出，有价值、战略规划以及工作效

率等不同工作侧重，对应着管理者对干部不同行为

目标的期待，这些期待是管理者后续完善行为干预

方案、应用行为干预工具的基础。干预目标的建立

是为了确保行为干预本身的正当性，避免工具战胜

目标，造成绩效损失[64]。

第二步，明确干预行为类型及范围，即管理者

明确为实现干预目标具体应激励干部的何种行为，

以及确定激励这些行为需要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完

成。政府部门中需要激励的干部行为种类多样，既

包括党和国家长期提倡的干部主动创新、积极作为

等行为，也包括干部在特定工作任务中需要完成的

工作遵循规范程序、留痕记录等行为。管理者首先

需要结合干预目标确定具体要激励干部怎样的行

为，并通过调查研究等方式明晰这些行为在干部日

常工作中有怎样的具体表现，将抽象的行为具体

化，从而更好地完成行为干预方案设计。管理者还

应明确需要激励的干部行为是在短期内多次需要的

行为，还是在干部长期工作中需要一以贯之的行

为，探明需要激励的干部行为的范围，以此作为选

择干预工具的基础。

第三步，评估干预资源，即管理者评估为激励

干部行为使用干预工具目前已经具有哪些相对成熟

的资源，以及目前具有的资源与实现干预方案所需

的资源间还存在哪些差距。管理者需要评估的干预

资源包括自有资源、可控资源两方面。自有资源既

包括管理者自身的能力、知识、素质等方面的个人

特质和优势，也包括工作岗位赋予其的工作资源，

例如岗位权力、可调动的人力、财力、物力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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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便于直接调动这些资源设计行为干预方案、使

用行为干预工具。可控资源则是管理者为成功干预

工具所可以间接调动的组织内外部的其他资源，包

括单位的社会关系、社会信誉等，管理者亦可通过

调动可控资源更好地为使用行为干预工具筑牢基

础。全面、系统评估行为干预工具的资源需求和差

距后，管理者得以更加可行地设计行为干预方案，

选择并应用恰当的行为干预工具。

第四步，根据第二、三步的结果，管理者选择

适当的行为干预工具。“助推”“自我助推”“助

推+”三种干预工具各自具有适用情况，当前伴随

着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不断探索，也不断会有更多行

为干预工具被发掘和应用至干部激励中。管理者可

以从本文对各类行为干预工具适用情况、应用范围

的总结出发，综合考虑实践流程中第二、三步尚未

涉及的任务结构复杂程度、流程标准化程度、任务

时限性、工作自主性等方面的情况选择适用的行为

干预工具。值得说明的是，三种行为工具彼此之间

均有调整和转化的空间，管理者无需苛求自己一次

性选出最合适的行为干预工具，而是可以结合实际

情况先判断出相对合适的工具，再在后续步骤中根

据实施情况不断调适，以期达到最理想的干部行为

激励效果。

第五步，实施行为干预工具并记录效果。在行

为干预工具真正投入到对干部行为的激励过程中

时，管理者需要基于实际需要构建、调整不同维度

的量化指标，用以观测行为干预工具对干部行为形

成的现实激励效果。基于这些效果的数据，管理者

可以对行为干预工具的使用方式乃至种类进行微

调。一方面是对行为干预工具的改进，即对行为干

预工具应用过程中的具体方式、细节做出调整；另

一方面则是类似第四步中所提及的，对行为干预工

具的类型进行改变，倘若遇到环境发生变化或先前

对环境评估的不准确等情况，管理者也可以在具体

任务变化时对“助推”“自我助推”及“助推+”
三种工具进行切换直至达到满意的激励效果。通过

对行为干预工具效果的跟踪观察和记录，管理者也

能为激励干部的其他行为，甚至为其他管理者使用

行为干预工具激励干部行为提供有效的经验借鉴。 

（三）行为干预工具的使用要点

在遵循上述步骤完成行为干预方案实践流程的

设计之余，还需要考虑以下要点以保证行为干预工

具的实施效果。第一，使用“助推”工具时，要着

重避免干部意识到“助推”的存在。倘若个体对干

预工具及其工作原理一无所知，则更有利于产生干

预效果[65~66]。助推本身即为短而快的过程，让干部

意识到自己正受到激励可能会产生与目标适得其反

的效果。然而限于伦理要求，管理者在许多时候被

要求必须公开行为干预原则，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

时期发布的行为政策干预指南即要求干预措施的原

则性内容必须公开。管理者应在行为干预工具使用

时的有效性与合乎伦理要求之间做出平衡。第二，

使用“自我助推”工具时，要尤为注重向干部传达

信息、知识而使其自主设计自我助推的方式。这既

包括被激励干部自我部署助推提醒、提示的方

式[67]，也包括其在实施自我助推过程中感受到的社

会比较与社会压力[68]。实现“自我助推”不能期望

“一蹴而就”，在自我助推设计、实施的过程中，

管理者需要不断跟进，确保干部能在既定的激励方

向上不断有效做好自我助推。最后，使用“助

推+”工具时，要尤其注重“助推”过程与作为

“+”的反思过程的时间及组合策略[26]。反思可以

由管理者在“助推”之前、之后或作为其一部分进

行，可以作为同一环节或拆分成两个不同环节完

成。“助推+”中助推过程与反思过程的首选顺序

取决于激励干部的目的，以及其背后深层次的价值

目标，进而选择具体干预工具使用中“助推”与反

思过程的组合方式。综合考虑以上要点，能使各类

行为干预工具发挥最大作用。 

五、结语

本文基于行为科学视角分析干部激励问题，分

析行为干预工具的理论基础并介绍了“助推”“自

我助推”“助推+”三种当前广泛受到关注的工

具，厘清其主要特点与相对特色，并针对干部激励

的行为干预工具的选择逻辑、实践流程与要点做出

探索。关注这一问题的目的在于为我国公共管理实

践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工具，使政府部门管理者跳

脱出部分传统干部激励方式的偏离、低效，真正成

为能有效干预干部行为的“行为设计者”，激励干

部做出符合公共价值目标与绩效的行为。本文对行

为工具用于激励干部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传统行为干预工具多见于干预公众行为的研究、鲜

少应用于干部群体的研究的不足。本文为现实中的

公共管理者提供了使用行为干预工具完成干部激励

的实操方案，实质上是一种个体层面的非制度性激

励设计，其核心在于通过干预工具唤醒干部的自主

性，自主性越强，行为的生发、持续和长效就越可

靠[14, 69]。管理者在选择干预工具激励干部时，除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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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各种行为干预工具的适用情况外，亦可以先采

用助推形成启动效应激活干部，继而通过“自我助

推”“助推+”等工具增强干部的自我控制能力，

实现期望行为的长久持续。与此同时，亦不应过分

夸大行为干预的作用，而是应将其与制度性激励方

式有机结合，共同提升整体激励效果。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并未严格区别助推中的教

育性助推、非教育性助推、透明性助推、无透明性

助推[70]，以及助推和助力的差异辨析，系统1和系

统2的认知过程在心理学中具体的区别等。关于这

些概念目前形成了诸多讨论，且尚未达成统一共

识。本文将侧重点放在讨论三种相对成熟的行为干

预工具的特点、特色以及在我国激励干部的可能应

用，力图为解决公共管理中的干部激励问题贡献思

路而避免成为“业余心理学者”。此外，“助推”

“自我助推”“助推+”在公共部门内部的使用效

果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已有研究针对公

共部门组织中干预工具的适用性设计实验研究，但

鲜见于中国情境。期待后续研究能结合中国公共部

门特点与实践，对“助推”“自我助推”“助推+”
乃至后续产生的新干预工具的适用条件、使用效果

等方面深入探究，为干部激励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

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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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Science Perspective on Motivating Official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udge” “Self-Nudge” and “Nudge+” Tools

GUO Sheng-hao   WANG Hao-duo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Motivating officials is a significant issu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methods of cadre behavior management, this paper adopts a behavioral science perspective.
It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issue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of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to  explore  cadre  motivation,
discuss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tools.  It  particularly  introduces  three  widely
recognized  practical  tools:  nudge,  self-nudge,  and  nudge+.  By  clarifying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ve
features  of  thes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tools,  the  paper  proposes  a  logic  for  selecting  cadre  motivation  tools,
outlines their practical processes, and highlights key points for their use. This provides effective motivational tools
for  China’s  cadre management practices,  enabling government managers  to avoid beyond some of  the deviations
and  inefficiencies  of  traditional  motivational  methods.  It  is  to  truly  become “behavioral  designers” effectively
intervening in cadr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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